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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纳入听说必考内容的广东省高考英语为研究情境，考察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SRCvoc）
与高考英语成绩的关联，以及书面词汇水平（UVLT）和听力词汇水平（LVLT）在二者间的并行中介作用。采用

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对 201 名高考考生的有效数据开展分析，结果支持完全中介模型：SRCvoc
对高考英语成绩的直接效应不显著，经由听力词汇知识产生的间接效应显著，经由书面词汇知识的间接效应呈边

缘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高考英语阅读、写作部分分值占比更高，但听力词汇知识对考试总分的预测力优于

书面词汇水平，反映出高压力限时测试对自动化、情境化词汇提取能力的现实要求。听力词汇的中介效应约为书

面词汇的 2.7 倍，是连接 SRCvoc 与高考英语成绩的主要中介路径。本研究拓展了 SRCvoc 的关联网络，凸显听

力词汇在改革后高风险英语测评中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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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vocabulary-learning self-regulating capacity (SRCvoc) 
and National Matriculation English Test (NMET) achievement, and the parallel mediating roles of written vocabulary levels 
(UVLT) and listening vocabulary levels (LVLT) in Guangdong, China, where a compulsory listening-speaking component 
counts towards total scores. Data from 201 recent NMET takers were analyzed via PLS-SEM and were consistent with a 
full-mediation pattern in which the non-significant direct effect of SRCvoc is accompanied by a significant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LVLT and a marginal indirect effect through UVLT. Notably, LVLT also predicted total scores more strongly than 
UVLT despite the dominance of reading and written sections in NMET, reflecting the automatized, contextualized lexical 
access required by the time-pressured test. The indirect effect via LVLT is approximately 2.7 times that via UVLT, making 
listening vocabulary the primary mediating channel. These findings extend the nomological network of SRCvoc and 
highlight the critical role of listening vocabulary in reformed high-stakes EFL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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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词汇知识是二语能力的重要基石，能够有效预测

学习者阅读、听力、写作以及口头交际的表现[1,2]。除

词汇储备量之外，学习者的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

（SRCvoc）同样是影响词汇发展的关键个体因素。该

概念源自自我调节学习（SRL）理论，侧重刻画学习者

在词汇学习过程中对认知、情感与行为的意志调控，已

有研究证实它能够促进学习策略的运用，推动书面词

汇习得[3]。 
但词汇知识并非单一同质的构念。Nation 从加工

模态的角度，将词汇知识划分为书面词汇与听力词汇

两类：书面词汇支撑读写相关的接受与产出技能，听力

词汇服务于口语听觉加工[4]。二者共享语义表征，但编

码方式、认知加工机制和习得路径均存在差异，不能相

互等同[5]。现有围绕 SRCvoc 和词汇习得产出的研究，

大多聚焦书面接受性词汇，很少关注词汇发展的听觉

维度[1,3,6]。 
高考英语作为国内高风险标准化考试，不仅直接

决定高校录取结果，还深刻反拨中学阶段的英语教与

学[7]。传统全国卷偏重书面语言能力，各省份在落地实

施时存在明显差异。广东省是国内测评改革的先行地

区，已经把计算机化英语听说考试（CELST）列为高考

必考科目[8]。听说纳入计分之后，高考英语的考查重心

不再局限书面能力，转向综合语言能力，这也意味着学

习者需要同时调动书面词汇与听力词汇两类资源，才

能取得理想分数。 
在高考测评模式改变的背景下，相关研究存在两

处明显空白。第一，已有研究证实书面词汇可以预测高

考英语表现，但在广东听说计入总分的改革背景下，听

力词汇水平能否解释高考英语总分变异，尚未得到实

证检验。听说成绩直接计入总分，听觉词汇知识对考试

分数的实际贡献有待厘清。第二，SRCvoc 能否促进听

力词汇水平发展，目前尚无答案。现有 SRCvoc 研究均

以书面词汇或者策略使用作为结果指标[3,9]，自我调节

能力对听觉词汇习得的作用路径没有得到验证。相应

地，也还没有研究把书面词汇、听力词汇作为并行中介，

连接 SRCvoc 与高考英语成绩，两条模态路径的效应

强弱依然未知。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以广东省参加高考英

语的高中毕业生为样本，考察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

与高考英语成绩的关系，并分析书面词汇水平与听力

词汇水平的并行中介作用。理论层面，本研究旨在验证

SRCvoc 能够通过听力词汇知识进一步影响综合性英

语测评成绩，从而拓展 SRCvoc 的效标关联网络。实践

层面，研究结果可为广东高考背景下的高中英语教学

提供启示。在培养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的同时，也应

促进书面词汇与听力词汇协同发展，从而帮助学生更

好地应对综合性英语测评。 
2 文献综述 
2.1 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 
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SRCvoc）是自我调节学

习理论在二语词汇习得领域的特定构念。Tseng 等人依

托 Dörnyei 的行动控制策略分类体系，结合 Kuhl 意志

行动控制理论开发该量表，用于测量学习者在词汇学

习执行阶段的多重控制过程[10-12]。 
不过该量表的因子结构存在明显跨文化差异。土

耳其中学生样本支持决心、元认知控制、厌倦、情绪控

制、环境控制五因子高阶模型[13]；日本大学生样本得

到情绪、元认知控制、环境控制三因子简化结构[14]；针

对伊朗高中生的调研则未能在项目层面验证上述任一

结构[15]。针对中国学习者的组合构念验证分析结果显

示，该量表的多维组合模型成立[3]。 
效度研究已证实，SRCvoc 和学习者动机、词汇学

习策略存在稳定的内在关联，既可以预测中学生的二

语学习动机[16]，也能够推动词汇学习策略使用，提升

词汇学习自我效能感[17]。在 SRCvoc 的诸多效标中，二

语词汇发展与本研究关系最为密切。Tseng 和 Schmitt
率先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发现，SRCvoc 会促进词汇学习

策略运用，继而带动词汇知识增长[9]。Ueno 和 Takeuchi
在日本高中生样本中重复验证了这一中介模型，同时

观察到词汇学习自我效能的循环反馈效应，SRCvoc 对

词汇量提升间接效应较小但显著[17]。有研究进一步证

实，SRCvoc 能够有效预测二语总体词汇表现，可以解

释 32%的词汇成绩变异[3]。 
综合来看，现有实证已经证明 SRCvoc 能够正向预

测书面词汇发展，但仍存在明显局限：现有研究全部采

用书面形式词汇测试作为效标，SRCvoc 能否作用于听

觉词汇知识尚未得到检验。同时效应量仅处于中小水平，

说明词汇增长还存在其他模态与预测变量有待挖掘。 
2.2 词汇知识的两种形态：书面词汇与听力词汇 
Nation 从加工模态出发区分二语词汇知识，这一划

分对语言测评工作有重要启示[4]。书面词汇水平测试

VLT 及其修订版本 UVLT 主要依托英国国家语料库

（BNC）、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CA）书面语料库

选取不同词频层级的测试词[18-19]；而听力词汇水平测试

LVLT 则在听觉句子语境下呈现目标词[20]。两类测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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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词汇表征共享语义内核，但编码、加工通路各有区

别，不能用一种模态的分数直接代替另一种模态的词

汇水平[5,21]。 
VLT 对阅读技能的预测效力已经得到充分验证。

元分析结果表明，书面词汇水平与阅读理解相关达到

0.57[22]。与词汇深度、词汇流利度相比，词汇水平依旧

是解释阅读表现的主导因素[23-24]。但现有研究大多关

注书面词汇和阅读等单项技能的联系，很少考察它和

综合语言能力、考试总分的关系，相关研究多采用 VLT
单一工具[25-26]。 

听力词汇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主要受制于标准化

测量工具的匮乏。随着 LVLT 问世，不少研究证实听力

词汇水平和听力理解高度相关：Ha 报告它和雅思听力

得分相关系数为 0.65[27]；Tong 等发现，听力词汇的水

平、深度对听力理解的贡献独立于书面词汇[28]。也有

研究指出，语音、书面表征对一般接受性词汇因子贡献

相近，二者均能有力预测阅读和听力表现[5]。即便如此，

学界对于听力、书面词汇哪一方预测效能更强，还没有

统一结论[24,27]。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有关听力词汇的研

究，基本只探讨听力词汇对听力单项技能的影响。听觉

词汇知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整套多技能综合语言能力，

还缺少实证证据。高风险综合考试恰好是检验该问题

的理想情境，广东省高考英语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2.3 高考英语情境中的词汇构念 
国内高考英语包含听力、阅读、写作等考查模块，

但口语不是全国统一必考内容，各省政策并不一致。各

题型独立计分，对外只公布英语科目总分[29]。阅读部

分分值占比超过四成，听说模块的分值权重则由各个

省份自行确定[30-31]。广东是国内较早落地高考听说考

核的省份。2011 年起，机试英语听说考试（CELST）
正式纳入广东高考必考环节，在英语 150 分总分中占

20 分[8]。听说考试安排在每年 3 月，比纸笔高考提前

三个月，每年考生规模接近 70 万；考试设置朗读、角

色扮演、故事复述三类任务，全部采用计算机自动评分，

大纲要求掌握目标词汇量 3500 词[8]。 
但国内针对高考英语的研究大多聚焦试卷文本、

命题任务本身，较少从学习者个体特征切入。现有成果

涵盖语法试题的语料库验证、阅读文本词块分析、阅读

篇章体裁统计等内容[29,32,33]。反拨效应研究显示，高考

备考对词汇这类语言知识影响最大，对口语能力的促

进效果最弱[7]。针对 CELST 的综述也提到，目前几乎

没有公开研究探讨这项听说考试和学习者个体变量之

间的关联[8]。少数探究高考分数效标的研究发现，高考

英语成绩和大学英语表现仅为中等相关，并且会随时

间衰减，与听力能力的关联也偏弱[30]。全国范围调研

还发现，实行听说计入总分政策地区的学生，听、口语

发展水平整体优于无该政策省份的学生[31]。总体来看，

词汇知识很少被当做预测高考英语表现的学习者变量

纳入模型。 
就广东改革后的高考场景而言，目前还没有实证

研究使用 LVLT 数据考察听力词汇对高考总分的预测

作用，也没有检验 SRCvoc‑听力词汇‑高考成绩这一完

整路径。一方面 SRCvoc 相关研究基本局限书面词汇

结果；另一方面高考研究也尚未引入词汇学习自我调

节这一个体前因变量。 
2.4 本研究 
针对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构建并行中介模型，考

察书面词汇水平、听力词汇水平在 SRCvoc 与高考英

语成绩之间的中介作用。模型整合自我调节学习理论

与词汇知识多模态观点，共包含四个构念：前因变量为

SRCvoc，中介变量是书面词汇水平 UVLT、听力词汇

水平 LVLT，结果变量为高考英语成绩。 
模型设定一条直接路径与两条并行间接路径。从

直接路径来看，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较强的学习者，

可以依靠更高效的规划与策略运用直接提升考试表现。

间接路径存在两条并行路径：SRCvoc 同时作用于书面

词汇水平与听力词汇水平；书面词汇支撑阅读、语言运

用、写作部分作答，听力词汇则服务于 CELST 听说任

务以及笔试听力试题。本研究将两个中介设定为并行

而非序列关系，原因在于书面、听力词汇拥有相互独立

的习得路径，理论上不存在固定的因果先后顺序。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定量横断研究设计，结合自我报告问

卷、标准化词汇测试与存档的高考英语成绩，分析词汇

学习自我调节能力与高考英语成绩的关联，检验书面、

听力词汇知识的并行中介效应。横断设计适合在既定

理论框架下探究特定群体内部各变量的相关模式与中

介关系[34]。SRCvoc 与词汇知识均属于相对稳定的学习

者特质，在高考结束后不久采集预测变量与中介变量

数据，能够较好地还原考生应试阶段的调节水平与词

汇储备。本研究围绕两个研究问题展开： 
RQ1：广东高中毕业生的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

书面词汇水平、听力词汇水平与高考英语总分存在怎

样的双变量关联？ 
RQ2：书面词汇水平与听力词汇水平是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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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Cvoc 和高考英语总分之间承担并行中介作用？如

果存在，哪一模态对应的间接效应更强？ 
3.2 研究对象 
研究样本 取自广东省一所师范院校的大一新生。

最初招募 215 人，剔除流失样本 11 例、多元异常值 3
例，最终有效样本为 201 人。数据采集安排在入学第

一个月，距离受试者参加 2025 年广东高考间隔较短，

词汇测试与自我调节问卷结果可以较好反映考生高考

时期的实际水平。全部有效被试均报告不存在听力损

伤，这是完成听力词汇测试的前提条件。样本采用便利

抽样，受试者来自广东省多个地市。 
本研究严格遵循人类被试研究伦理规范。第一，全

部数据采集之前获取受试者书面知情同意，受试者清

楚研究目的、流程、潜在利弊，知晓可以随时无条件退

出研究。第二，全程数据匿名处理，问卷作答不关联个

人身份信息，高考成绩仅通过匿名学号匹配。第三，所

有原始数据加密存储，仅核心研究团队可以访问；研究

结果只报告聚合统计信息，避免个体被识别。 
3.3 研究工具 
词汇学习自我调节能力采用 SRCvoc 量表的 16 题

修订版测量，保留决心、元认知、厌倦、情绪控制四个

维度，每维 4 题，剔除环境控制维度。该调整基于理论

考虑而非数据驱动，符合 SRCvoc 作为组合构念的理

论设定[3]。保留的四维指向学习者对内部心理过程的调

节；剔除的环境控制维度侧重外部学习条件的安排，不

属于该构念的内在意志核心[12]。此外，跨文化验证研

究显示该维度稳定性最弱，部分研究直接予以删除[13]。

结合本土情境，广东多数高中实行寄宿制管理，学习环

境由学校统一安排，学生自主调整外部条件的空间有

限，该维度题项作答更可能反映客观环境而非个体调

节能力。 
词汇测试方面，听力接受性词汇水平采用 LVLT 测

量[20]。测验共 120 个二分计分题（0 或 1 分，总分 120），
覆盖 1K-5K 五个词频层级，每层 24 题。目标词嵌入听

觉呈现的短句，受试从四个书面选项中选择词义。书面

接受性词汇水平采用 UVLT 测量[19]。测验共 50 组，五

个词频层级各 10 组；每组呈现三条简短释义和六个单

词，其中三个为目标词，三个为干扰词。受试完成释义

—单词匹配，每匹配正确计 1 分，每组得分区间为 0-3
分，每层级满分 30 分，测验总分 150 分。 

3.4 数据收集流程 
数据分两个阶段完成，均处于入学后第一个月。第

一阶段在教室集体施测，受试者完成 SRCvoc 问卷与

UVLT，受试者在 40 分钟以内自主完成。间隔一周之

后进入第二阶段，在语言实验室完成 LVLT，听力材料

通过耳机标准化播放，测试时长约 30 分钟。设置一周

间隔，用于缓解疲劳，降低前后测试带来的迁移干扰。

两套测试全部结束后，从高校招生档案提取受试者

2025 年官方高考英语分数，依靠匿名学号完成成绩与

被试数据的匹配。 
3.5 数据分析方法 
数据分析分为前期数据筛查与正式统计两个阶段。

描述统计、相关分析使用 SPSS 软件；偏最小二乘结构

方程模型使用 SmartPLS 4 运算。删除作答不完整个案

后，采用平方马氏距离识别多元异常值。以高考英语分

数对 LVLT、UVLT 做回归，自由度 df=2，临界值取

13.82（p<0.001）标记潜在异常样本[35]，最终保留 201
份有效数据。之后计算全部变量的描述统计量与

Shapiro Wilk 正态检验。 
针对 RQ1，由于部分变量偏离正态分布，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计算 SRCvoc 各维度、UVLT、
LVLT、高考英语分数的两两相关系数。针对 RQ2，构

建并行中介模型检验。本研究选用 PLS-SEM 而不是协

方差结构方程模型，原因在于该方法适配 SRCvoc 这

类形成型构念，对非正态数据容忍度更高，在中等样本

量的中介分析中表现稳定[36]。 
高阶形成型构念 SRCvoc 参照 Alamer 等人研究的

评估指标权重符号、大小、显著性以及多重共线性[3]。

四个子维度本身属于反映性一阶构念，各由四道题目

测量，因此计算克朗巴赫 α、组合信度检验信度，计算

AVE 评估收敛效度[36]。结构模型评价路径系数与决定

系数 R²。直接效应、间接效应、特定间接效应的显著

性采用 5000 次重抽样 Bootstrap 检验，双尾 α=0.05，
报告 95%置信区间。 

3.6 信效度保障 
本研究采用的测量工具均基于成熟量表，针对

SRCvoc 量表，已有研究在外语学习者群体中验证了其

组合-形成型因子结构、效标关联效度以及跨性别测量

不变性[3]。在本次调查样本中四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良

好，克朗巴赫 α 系数介于 0.816 至 0.906 之间（见表

1），4.2 节的 PLS-SEM 测量模型结果进一步支持其在

本样本中的适用性。 
修订版词汇水平测试（UVLT）是书面接受性词汇

水平，在不同第二语言学习者群体中均具有已验证的

构念效度与预测效度[19]。LVLT 同样拥有可靠信度与构

念效度，可以有效预测听力理解表现[20,27]。为进一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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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中文情境下的内容效度，邀请五名英语专业学生与

两名高中一线英语教师审阅问卷、测试题目与指导语，

根据反馈微调措辞，消除歧义，适配国内教学测试场景。 
4 数据分析与结果 
本章围绕两项研究问题报告分析结果，全部分析

基于 201 份有效样本。各变量描述统计结果见表 1。
Shapiro Wilk 检验结果显示，UVLT、情绪、决心三个

变量显著偏离正态分布（p 值分别为.003、.005、.022），
其余变量符合正态分布（p = .081-.466），因此双变量

分析全部采用 Spearman 等级相关。 

表 1  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维度 均值 标准差 偏度 峰度 正态性检验（p 值） 克朗巴赫 α 

UVLT 总分  116.35 14.58 -0.591 1.003 0.003 0.891 

LVLT 总分  93.54 7.09 -0.207 -0.106 0.466 0.749 

高考英语  117.02 9.16 -0.221 -0.104 0.123 N/A 

SRCvoc 

厌倦 4.49 1.15 0.067 -0.299 0.081 0.866 

情绪 4.69 1.18 0.031 -0.334 0.005 0.906 

决心 4.84 1.09 0.016 -0.306 0.022 0.896 

元认知 4.56 1.09 0.054 -0.161 0.113 0.816 

总分 4.65 1.04 0.043 -0.286 0.326 N/A 

 
4.1 双变量相关分析（RQ1） 
SRCvoc 各维度、UVLT、LVLT、高考英语分数的

Spearman 等级相关矩阵见表 2。数据呈现三个主要特

征：第一，LVLT 和高考英语总分相关（r =0.337）高于

UVLT 与总分的相关（r = 0.213）；两套词汇测试中等

程度相关（r = 0.344），初步说明二者测量相互关联但

彼此有区分的词汇构念。第二，SRCvoc 不同维度和考

试成绩的关联并不一致：决心、元认知控制和高考英语

显著相关（r = 0.166 和 0.176）；厌倦、情绪控制与考

试分数相关不显著（r = 0.080 和 0.102）。第三，四个

SRCvoc 维度均与听力词汇显著相关（r = 0.144 - 0.235），
相关系数整体高于其与书面词汇的相关度（r=0.096 - 
0.161），该不对称特征提示 SRCvoc 和听觉词汇知识

联系更加紧密。 

表 2  Spearman 等级相关矩阵（RQ1） 

  高考英语 UVLT 总分 LVLT 总分 

UVLT 总分  0.213** — 0.344** 

LVLT 总分  0.337** 0.344** — 

SRCvoc 厌倦 0.080 0.096 0.144* 

 情绪 0.102 0.156* 0.201** 

 决心 0.166* 0.161* 0.225** 

 元认知 0.176* 0.146* 0.235** 

 总分 0.143* 0.160* 0.231** 

注：*p < 0.05，**p < 0.01 

4.2 并行中介效应分析（RQ2） 
测量模型显示 SRCvoc 四个维度为反映型一阶构

念，SRCvoc 本身作为高阶形成型组合构念；LVLT、
UVLT、高考英语均为单指标构念，以测试总分作为观

测变量（信度见表 1）。全部 16 道题项在对应维度上

载荷显著（bootstrap p < .001）；四个维度信度、收敛

效度达标（α= 0.816-0.906；rho_c = 0.881- 0.934；AVE 
= 0.657- 0.781）。高阶形成构念层面，四个维度权重全

部为正值且统计显著（厌倦 = 0.225，情绪 = 0.295，
决心 = 0.275，元认知 = 0.284；所有 p < .001），不存

在严重共线性（VIF < 5）。 
如图 1 所示，经过 Bootstrap（5000 次重抽样，固

定种子，双尾 α=0.05）估计结构模型，模型可以解释

高考英语总分 21.3%的变异（R² = 0.213，调整 R² = 
0.201），解释 LVLT 7.3%变异，UVLT 3.8%变异。在前

因阶段，SRCvoc 显著正向预测听力词汇（a₁ = 0.271，
t = 3.880，p < .001）与书面词汇（a₂ = 0.194，t = 2.803，
p = 0.005）。在结果路径，LVLT（b₁ = 0.339，t = 4.775，
p < .001）、UVLT（b₂ = 0.175，t = 2.501，p = 0.012）
都可以独立预测高考英语成绩，听力词汇路径系数约

为书面词汇的两倍。 
SRCvoc 对高考英语的直接效应不显著（c′=0.043，

t=0.733，p=0.464），但总效应显著（c =0.169，t =2.559，
p =0.011）。经由 LVLT 的特定间接效应显著（β=0.092，
t =2.828，p =0.005，95% CI [0.040，0.166]）；经由 UVLT
的间接效应趋于显著（β=0.034，t =1.863，p =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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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CI [0.006，0.077]）。听力词汇中介效应的点估计

约为书面词汇的 2.7 倍。整体结果符合完全中介模式：

效应主要通过听力词汇实现，书面词汇构成效应更小、

仅为边缘显著的次要路径。 

 
图 1  SRCvoc 经 LVLT 与 UVLT 影响 NMET 成绩的并行中介模型 

 
5 讨论 
5.1 自我调节能力、词汇知识与高考英语成绩的双

变量关联 
第一个研究问题考察了 SRCvoc、UVLT、LVLT 与

高考英语分数之间的相关关系。整体而言，相关模式与

理论预期、既往实证发现基本一致，同时得到 SRCvoc
与不同模态词汇之间存在差异化联系这一新的发现。 

首先，SRCvoc 和 UVLT 显著正相关（r =0.160），

复现过往研究的结论[3,9,17]。在词汇学习当中，能够坚持

目标、监控注意力、调节厌倦情绪、处理负面感受的学

习者，书面接受词汇量整体更高。该结果证明，在中国

EFL 环境下，SRCvoc 同样可以预测书面词汇发展。 
第二，SRCvoc 全部四个维度和听力词汇的相关程

度，均高于其与书面词汇的相关度。现有文献尚未系统

对比 SRCvoc 在两种模态词汇上的关联强度，属于本

研究新得到的实证结论。结合两套词汇系统的加工特

征，可以给出的解释是：按照 Nation 的框架，听觉词

汇需要在连续语音输入下实时识别加工，对加工速度、

自动化提取要求更高[1,4,5]。听觉词汇学习过程更加需要

学习者维持专注、持续投入，因此和自我调节能力的联

系更强。当然该解释仍属于推论，有待后续研究直接验

证。 
第三，UVLT 与 LVLT 之间的中等正相关（r = 0.344）

支持了书面与听力词汇是相关但部分可分离构念的理

论立场[5]。二者共享底层的词汇-语义表征，但在编码

方式、认知加工机制与习得路径上存在差异，因此不能

将其视为一般词汇知识的等价替代指标。该相关系数

的大小与既往第二语言词汇知识模态区分的研究结果

一致[1,5]。 
在结果层面，两种词汇测量均与高考英语总分显

著相关，但听力词汇水平的关联更强（r = 0.337 vs. r = 
0.213）。乍看之下这一模式似乎存在矛盾：阅读与写

作部分在总分中占比最大，听说部分仅占 150 分中的

20 分。听觉词汇知识的两个特征可以解释这一看似矛

盾的现象。第一，LVLT 是一次性限时测试，对自动化

加工的要求较高。每个目标词仅听觉呈现一次，准确作

答需要快速、自动化的词汇提取，而非刻意解码。因此

高 LVLT 分数不仅反映词汇量，还反映词汇提取速度。

这种能力在高考英语题量大、时间紧的条件下至关重

要，即使在笔试部分（尤其是阅读理解），流利的词汇

识别也会带来表现优势。第二，LVLT 将目标词置于句

子语境中，要求应试者利用语境线索识别目标词。这一

点在英语中尤其具有诊断意义：大量同音词与语音相

似形式（如 site/sight/cite）只能通过语境消歧。因此

LVLT 捕捉的是实际理解中使用的词汇，而非去语境化

的形义配对。这种情境化词汇能力正是改革后高考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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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各板块所强调的。题目越来越倾向于在语篇语境中

考查词汇，而非孤立的词表知识。综上，LVLT 所测量

的听力词汇水平，可能恰好适应了高考英语所考查的

情境化、可流利提取的词汇能力，这也解释了为何尽管

书面测试与占主导的笔试部分表面更匹配，听力词汇

却在总分预测上表现更优。 
最后还有两点相关模式值得说明。第一，SRCvoc

与高考英语总分呈低度但显著的相关（r = 0.143）。效

应虽不大，但说明在简单相关层面，词汇自我调节确实

和高风险考试表现存在联系，而纳入词汇知识之后该

联系是否继续存在，则有待 RQ2 的中介模型检验。第

二，SRCvoc 四个维度与考试成绩的关联存在差异。决

心与元认知控制和高考英语分数显著相关，厌倦与情

绪控制则无显著相关。这一模式说明，更贴近任务执行

阶段的意志要素（目标坚持、注意力管控）与考试得分

存在更直接关联；调节厌倦、压力的能力更多作用于词

汇习得过程，对考试成绩的影响是间接的。 
5.2 词汇水平在自我调节能力与高考英语成绩间

的并行中介作用 
PLS SEM 结果支持完全并行中介模型：SRCvoc 对

高考英语的总效应显著，效应主要经由书面词汇、听力

词汇两条间接路径传递，直接效应不显著（c′= 0.043，
p = 0.464）。经由书面词汇的间接效应仅达到边缘显著

水平（β= 0.034，p = 0.063），结果契合自我调节学习

的经典逻辑：自我调节促进领域知识习得，进而带来学

业表现提升[37]。该结果复现二语词汇领域已有中介链

条：SRCvoc 促进策略使用与持续练习，积累更大书面

接受词汇，支撑语言测试的输入输出任务[9,17]。高考英

语作为综合能力测试，和雅思、托福等国际测评具有共

通之处，书面词汇水平历来是阅读、听力题目的稳定预

测变量[22,26]。本研究观测到书面词汇中介路径，说明书

面词汇依旧是综合语言测试表现的重要基础；但该路

径效应偏弱，仅依靠书面词汇不足以解释 SRCvoc 对

高考成绩的全部影响。 
书面路径边缘显著有两点现实原因。第一，

SRCvoc 对 UVLT 的前向路径系数不高（a₂ = 0.194），

自我调节能够解释的书面词汇变异占比有限。第二，样

本为高考成功的考生，UVLT 分数出现明显负偏态（见

表 1），存在天花板效应，中介变量的变异被压缩，会

削弱它对高考成绩的预测估计。 
本研究核心新发现是：经由听力词汇的间接效应

显著，并且效应量远大于书面词汇（β= 0.092，p = 0.005）。
据文献检索，本研究首次证实 SRCvoc 可以听力词汇

为中介，作用于综合语言测试成绩。听力词汇中介效应

点估计达到书面路径的 2.7 倍，在广东高考的现实条件

下，听力词汇是连接自我调节能力和考试分数的主要

中介渠道。该结果和以往技能测试研究可以互相呼应：

Ha 发现 LVLT 对雅思听力成绩具有较强预测力[27]；一

般规律为听觉词汇更多预测听力表现，书面词汇更多

预测阅读表现[38]。本研究进一步拓展该结论：当听说

正式计入总分之后，听力词汇的模态优势可以延伸到

整套考试的总分层面。 
听力路径效应更强，可以归结为三点因素。第一，

LVLT 捕捉自动化、语境化词汇提取，这种能力作用于

高考英语全部题型，它的实际影响力超出听说部分 20
分的占比。第二，听觉输入需要实时加工，习得听力词

汇对学习者消耗更多自我调节资源，这也解释 SRCvoc
对 LVLT 的预测要强于 UVLT。第三，广东高考笔试本

身保留听力试题，听觉词汇提供了另一条影响总分的

途径[8]。 
最后，SRCvoc 无显著直接效应的完全中介模式说

明，词汇学习自我调节与高风险考试表现之间的关联

主要由词汇知识所中介。自我调节能力似乎无法脱离

其在词汇知识构建中的作用，独立对分数产生贡献。这

与自我调节学习理论一致，该理论将自我调节界定为

通过优化学习、促进知识习得发挥作用的过程，而非对

表现产生普遍增益[3,11]。当然对这一解释仍需持谨慎态

度：直接效应不显著，不代表本样本能完全排除

SRCvoc 存在微小独立贡献的可能。同时横断设计也无

法对中介的因果顺序做出确定性推断。 
6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广东省高中毕业生为对象，考察 SRCvoc

与高考英语成绩的关系，检验书面词汇水平、听力词汇

水平的并行中介效应。基于 201 份样本的 Spearman 相

关与 PLS SEM 分析，得到三点主要结论。第一，SRCvoc
与书面词汇、听力词汇水平均呈正向关联，但和听力词

汇的相关整体更高。第二，书面词汇、听力词汇都可以

预测高考英语总分；听力词汇预测力更强，该优势不能

只用试卷分值结构解释，根源在于 LVLT 测量的自动

化、语境化词汇提取能力，正是限时高考各个题型都需

要的能力。第三，SRCvoc 对高考英语成绩的影响由两

套词汇并行中介实现；听力词汇，而非书面词汇，承担

主要中介渠道的角色。 
理论层面，本研究证实 SRCvoc 可以预测听觉词汇

知识，拓展该构念的关联网络；同时验证首个整合书面

-听力双模态词汇，连接自我调节与综合语言测试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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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并行中介模型。实践层面，本研究提示高中英语教学

不能偏重书面词汇与语法训练，应当兼顾听力词汇发

展；词汇教学需要融入自我调节策略训练；备考过程应

均衡分配书面和听力两种模态词汇的训练投入。 
本研究存在三点局限：样本取自单一高校，属于便

利抽样；横断设计难以确立严格因果；研究只关注词汇

水平，未考察词汇深度、流利度等维度。后续可以采用

跨学校、跨省份分层抽样；采用纵向追踪或者干预实验；

纳入词汇多维度指标；还可以开展省份对比，比较听说

计分与不计分地区学习者的相关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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